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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标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实证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

徐孝新，刘戒骄

［摘 要］劳工标准在保护劳工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会影响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

力。本文基于 4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06—2015 年的样本，考察东道国劳工标准对

中国 OFDI 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工标准不仅直接影响中国 OFDI，还会通过双边投资协

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间接影响中国 OFDI，表现为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劳工标准条款仅对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投资有显著影响，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不

显著，并且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或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劳工标准条款) 的东道国随

着制度质量的提升，有更强的保护本国劳工权益的偏好，这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体现得最

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劳工标准影响中国 OFDI 的方式存在

显著差异，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劳工标准中消除就业歧视对中国 OFDI 的

影响最大，而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工作环境则是首要影响因素。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直接

投资时需要慎重考虑劳工标准的影响，综合而言，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最佳的投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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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跨国投资的发展，而资本全球性流动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则加剧了资本对

劳动力的控制。近年来，跨国公司侵害劳工权益的事件屡见报端，使得保护劳工合法权益成为全

球性治理问题。①②为此，国际劳工组织( ILO) 制定了国际劳工标准，但囿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并未与国际劳工标准完全挂钩。③这引起了发达国家对资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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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劳工标准引致高劳动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处于劳动力成本比较劣势) 的普遍担忧。① 鉴

于国际劳工标准不具有强制制裁力，发达国家通过签订包含劳工标准条款的双边投资协定方式，

以达到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遏制国际投资“不公平”竞争的目的。②③

近年来，中国 OFDI 发展迅速。截至 2017 年底，中国 OFDI 存量为 18 090. 4 亿美元，是 2002
年的 60. 5 倍，跃升为世界第六大资本输出国，同时也是资本输出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引起

了学术界对中国 OFDI 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都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双边贸易联系和制度环境等

因素对中国 OFDI 影响显著。④⑤ 其中，仅有少数学者考察了劳工标准⑥和双边投资协定⑦⑧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但这些文献均未考虑劳工标准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 OFDI，也没有考虑东道

国政策在吸引外资和保护本国劳工合法权益之间的权衡，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亚太、欧亚、中东和非洲地区等，涉及 65 个国家，总人口超过 44

亿，但 GDP 占全球经济总量尚不足三分之一，市场潜力巨大，且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为主，与中国经济具有较强互补性，因而成为中国 OFDI 的战略重点。⑨ 商务部 2018 年《对外直接

投资公报》显示，中国有近半投资流向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

进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大量文献研究了投资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效应瑏瑠瑏瑡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

响瑏瑢，却鲜有文献关注这些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仅刘娟瑏瑣在研究东道国特征影响

中国 OFDI 的空间临近效应时，发现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存在显著的低劳工成本

偏好。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普遍加强了劳工

标准建设。瑏瑤瑏瑥 然而，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以廉价劳动力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

象。瑏瑦 在两种影响截然不同的因素共同作用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

响，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在吸引外资和保护本国劳工合法权益之间的权衡。那么，劳工标准对中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究竟如何? “一带一路”沿线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截至目前，关于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借鉴。本文利用 2006—2015 年 4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东道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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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在以下几方面

有所贡献: 第一，丰富了劳工标准影响 OFDI 的理论机制研究，考虑了劳工标准通过双边投资协定

和东道国制度环境间接影响中国 OFDI 的可能性; 第二，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工标准对中

国 OFDI 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 第三，注

重劳工标准指标选取数据来源的一致性。
本文其余内容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是实证

分析与结果讨论; 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劳工标准的制定源于西方国家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

是美国消费者、工会、学生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 NGO) 发起的“反血汗工厂”运动，揭露发达国

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血汗工厂”的事实，导致企业商誉和经营绩效受到巨大冲击，发达

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应对冲击不得不制定并实施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生产守则。为提

高企业内部生产守则的执行力度，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组织共同推动并制定了国际劳工标准。① 由

此引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激烈争论。发达国家认为，

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劳工标准获得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发达国家倾销，既损

害了本国劳工的合法权益，也对发达国家非熟练工人的生存空间构成威胁，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

的失业率和社会不平等程度。② 尽管这种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做法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

烈抵制，但目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劳工标准仍通过多边贸易协定、关税优惠政策、第三方机构认证

和供应链管理等手段渗透到了国际贸易的各个领域。
近年来，中国 OFDI 增长迅速，劳工标准对中国企业 OFDI 的影响如何，亟须学术界给予回

答。总体上，东道国劳工标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 OFDI。一方面，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较高的

劳工标准往往意味着企业需要面对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支付更高的雇员工资和解雇成本、提供

更好的工作环境等，③ 从而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

从效率工资角度看，较高的劳工标准为雇员提供了较高的工资、更多培训机会和更加安全的工

作环境等，能够提高雇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从而吸引外商直

接投资。
但关于东道国劳工标准影响 OFDI 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

劳工标准与 OFDI 的流向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如 Kucera④ 通过对全球范围内的 OFDI 研究发现，低

劳工标准对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吸引力，通过降低劳工标准来吸引外资的做法是

行不通的。反对的观点则认为，东道国低劳工标准与 OFDI 流向之间的关系显著，工会力量较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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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①② Leahy 和 Montagna③ 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使用工会立法政

策来吸引外国投资的问题，发现出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考虑，东道国政府通常利用具有降低劳工

标准的动机来吸引外国资本的流入。
关于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影响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如祁毓和王学超④根据

2003—2009 年 152 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发现发

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都对中国 OFDI 具有吸引力，但总体上中国企业倾

向于投资低劳工标准国家。刘娟⑤、姜逸倩等⑥研究则发现中国 OFDI 偏好于那些劳动力成本较低

且劳动效率较高的国家。
综上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东道国劳工标准影响 OFDI 的研究较为丰富，国内研究则以实证研

究为主，这些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但有些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劳工标准指

标的选取。目前学术界对东道国劳工标准的衡量方法并不统一，而是按照各自研究的侧重点选取

若干指标作为东道国劳工标准的代理变量，这些变量往往来自不同的国际组织和数据库，数据口

径可能存在差异。第二，对劳工标准影响 OFDI 机制的认识。以往研究较多聚焦劳工标准对 OFDI
的直接影响，鲜有考虑劳工标准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 OFDI 的间接影响。基于以

上考虑，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本文利用 2006—2015 年 4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面板数据，分别考察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如下模型来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

ofdiit = β0 + β1 lsit + β2 lsit* bitit + β3 lsit* ieit + β4bitit* ieit +
β5 lsit* bitit* ieit + β6bitit + β7 ieit + β8Xit + ui + εit

其中，ofdiit是被解释变量，代表中国第 t 年对东道国 i 的直接投资，lsit是实证分析的核心解释

变量，表示东道国 i 第 t 年的劳工标准，bitit是双边投资协定，ieit是东道国制度环境，Xit是一组影

响中国 OFDI 的社会经济因素组成的向量组，包括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市场规模、
制度环境、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联系和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等，ui 为影响中

国 OFDI 且不可观测的东道国特征，εit是随机误差项; β0，β1，…，β8 是待估参数。
本文在模型设定中不仅考虑了劳工标准对 OFDI 的直接影响，还增加了对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

国制度环境中介效应的内容。第一，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正处于重塑期，以美式范本为基础的第三

代投资协定纷纷增加了劳工标准条款，通过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方式抑制国内资本

97徐孝新 刘戒骄 劳工标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Friedman，J． ，Gerlowski，D． A． ，Silberman，J．，“What Attracts Foreign U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vidence from Branch Plant Lo-
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Ｒegional Science，Vol． 32，No． 4，1992，403 － 418．
Spatareanu，J．，“Does It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 Vertical Spillovers from FDI and Investor’s Nationality”，World Bank Policy
Ｒesearch，Vol． 96，No． 1，2004，pp． 126 － 138．
Leahy，D． ，and Montagna，C．，“Tempory Social Dumping，Union Legalization and FDI: A Note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Standards”，In-
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Vol． 9，No． 3，2002，pp． 243 － 259．

祁毓、王学超: 《东道国劳工标准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财贸经济》2012 年第 4 期。

刘娟: 《东道国特征对中国 OFDI 影响的空间邻近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经济经纬》2019 年

第 1 期。

姜逸倩、申俊喜: 《中国 ODI 在金砖国家的区位选择研究———基于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国际商务研究》2013 年第2 期。



外流，中国近年来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也逐渐包含了劳工标准条款。①②③ 第二，东道国制度环境

不仅直接形成中国 OFDI 的制度环境，而且在平衡吸引外资和保护本国劳工合法权益之间的冲突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④ 此外，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⑤ 因

此，劳工标准不仅直接影响 OFDI，还会通过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双边投资协定与

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间接影响中国 OFDI。鉴于以上判断，本文实证模型分别引入劳工标准

与双边投资协定、劳工标准与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与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三者的交互

项，由此形成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中国 OFDI 是被解释变量，目前实证采用的有中国 OFDI 流量和 OFDI 存量两种。存量数据与

流量数据相比，能够更好地用于研究 OFDI 的区位选择问题。⑥ 因此，实证中选取中国 OFDI 存量

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代理指标，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东道国劳工标准。目前学术界对东道国劳工标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通常采用东道国批准的国际劳工标准条款数量或遵守国际劳工标准核心条款的情况，⑦ 来衡量东道

国劳工标准水平。前者反映了东道国劳工标准的总体水平，但未反映东道国劳工标准执行的效率，

后者直观地反映了东道国劳工标准的执行效率，但实证中选取的代理变量往往来自不同的国际组

织和数据库，不能保证各指标统计口径保持一致。此外，非核心劳工标准也是东道国劳工标准的

组成部分，也可能会影响 OFDI。非核心劳工标准往往与国际贸易挂钩，而跨越贸易壁垒也是中国

企业 OFDI 的重要原因之一。⑧ 因此，本文基本回归模型将同时包含核心劳工标准和非核心劳工标

准，在稳健性回归分析中才对两者进行区分，以检验两者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并验证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其中，以劳资关系、薪酬定价灵活性、雇佣与解雇实践和女

性劳动参与占男性劳动者比重作为核心劳工标准的代理变量，以肺结核的影响、员工培训、工资

与劳动生产效率和对专业管理的依赖作为非核心劳工标准的代理变量。所有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

的世界竞争力指标( GCI) 数据库，除女性劳动参与占比取值 0 ～ 1 之外，其余各变量取值均为

0 ～ 7，实证中以各变量标准化之和衡量东道国劳工标准水平，用 lsit表示，它反映的是东道国劳工

标准对中国 OFDI 的直接影响。
3． 中介变量

( 1) 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08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inan Journal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年 4 月
No. 4 2019

总第 243 期
Sum No. 24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汪玮敏: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劳工保护条款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5 年第 4 期。

谢勇才: 《菲律宾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主要实践及其启示》，《人口学刊》2018 年第 3 期。

林晓齐、庄礼伟: 《国际规范的国内博弈: 印尼劳工法争议中的政府、劳方与资方》，《东南亚研究》2018 年第 6 期。

郑新业、张阳阳、马本等: 《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新机制与新证据》，《经济研究》2018 年第 8 期。

杨宏恩等: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管理世界》2016 年第 4 期。
Filippaios et al．，“The Evolution of U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Pacific Ｒim: A Cross-Time and Country Analysis”，Ap-
plied Economics，Vol． 35，No． 16，2003，pp． 1779 － 1787．

国际劳工组织( ILO) 1998 年通过的《ILO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后续措施》中，将结社自由和集会谈判、反对强迫劳

动、禁止使用童工和取消就业歧视等基本人权作为核心劳工标准。就业政策与人力资源开发、劳动行政管理与劳动监察、一般

就业条件和社会保障等条款则被认为是非核心劳工标准。

杜凯、周勤: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贸易壁垒诱发的跨越行为》，《南开经济研究》2010 年第 2 期。



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为企业提供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①② 实证

中双边投资协定以 bitit表示，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在某年生

效，则该年份及之后年份取值为 1，之前取值为 0。用 bitit* lsit表示劳工标准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对

对外直接投资的间接影响，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 BIT 数据库。
( 2) 制度环境。
东道国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中国 OFDI 的重要考虑因素，③ 而政府是制度环境的主导力量。政府

寻租、腐败和政企合谋等均会对企业营商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

( WGI) 是目前公认最能反映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取值均在 － 2. 5 ～ 2. 5，数值越

大表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越好。鉴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④ 对东道

国的政治风险敏感度较低，本文以东道国政府施政有效性、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和贪

腐控制四项指标的均值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用 ieit* lsit表示东道国政府在保护劳工权

益和吸引外资之间的权衡，制度环境相关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 WGI 数据库。
4． 控制变量

为提高模型的解释力，更好地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本文

还控制了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市场规模、制度环境、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的双边

贸易联系及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等变量。
( 1) 东道国的资源禀赋。
自 1999 年中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家以来，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日益增长。魏占军和杨宏

恩⑤指出获取国内稀缺的能源资源是中国 OFDI 的重要原因之一。借鉴 Acemoglu et al． ⑥ 的方法，

实证选取东道国自然资源租金占该国 GDP 的比重表示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用 nrit表示，相关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⑦

( 2) 东道国的技术禀赋。
OFDI 是当前中国企业获取技术外溢、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赖明勇等⑧、沙文兵⑨等学

者的研究均证实中国企业可以通过 OFDI 获得技术溢出。本文选取东道国居民专利申请量作为东道

国技术禀赋的代理变量，用 techit表示。
( 3) 市场规模。
寻求和开拓东道国市场也是中国 OFDI 的主要动机之一。卓丽洪等瑏瑠指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

模的外汇储备，并且也拥有庞大的制造业过剩产能。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深入推进大背景下，产能国际转移既是化解中国过剩产能的有效宏观治理举措，也是为中国

巨额外汇储备寻找理想出路，助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占据产业链制高点的可行路径。实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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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美元计算的东道国 2010 年不变价格人均 GDP 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用 markit表示。
( 4) 贸易开放度。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的两种主要方式。贸易开放度越高，外国商品进入

东道国市场越容易，所需要跨越的贸易壁垒越少，外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意愿也越弱。实证中

以东道国进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其贸易开放度，用 openit表示。
( 5) 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联系。
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联系，是两国企业彼此获得对方国家市场环境、文化差异、消费偏

好等诸多信息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用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额、双边进

出口贸易额或双边贸易额与东道国 GDP 的比值来衡量双边经贸联系，将会导致对双边经贸联系高

估或低估的现象。因此，本文实证中以双边贸易额与两国 GDP 的均值之比作为衡量双边经贸联系

的代理变量，用 tradeit表示。其中，双边贸易额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1． 样本选择

鉴于东道国劳工标准的代理指标统计数据始于 2006 年，本文选取 2006—2015 年作为样本区

间。由于阿富汗、白俄罗斯、不丹、伊拉克、马尔代夫、阿曼、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劳工标准数据缺失严重，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需将这些国家和地区

从样本中剔除。另外，巴林、塞浦路斯、新加坡和黎巴嫩是著名的国际避税港，科威特、老挝、
缅甸和叙利亚等国家居民专利申请量数据缺失，黑山、塞尔维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矿石、金属

和燃料出口占 GDP 比重的数据也无法获得，故本文最终选取 43 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2． 数据说明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中国 OFDI、东道国劳工标准、东道国技术禀赋和市场规模等变

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fdi 430 64 450． 6 142 844． 7 10 1 401 963

解释变量

东道国劳工标准 ls 417 44． 017 5 11． 492 47 12． 278 57 55． 398 57

中介变量

双边投资协定 bit 430 0． 711 628 0． 453 533 0 1

制度环境 ie 430 0． 022 669 0． 630 015 － 1． 357 5 1． 337 5

控制变量

自然资源禀赋 nr 430 7． 231 453 10． 794 24 0． 064 334 55． 905 6

技术禀赋 tech 414 1 404． 389 4 407． 771 1 29 269

市场规模 mark 430 11 108． 82 13 164． 93 513． 127 5 72 670． 96

贸易开放度 open 430 97． 797 47 39． 640 06 27． 65 202． 58

双边贸易联系 trade 430 3． 86E － 07 5． 55E － 07 1． 63E － 09 2． 55E － 06

表 1 显示，东道国劳工标准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近 5 倍，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工标准

存在显著差异。中国 OFDI、东道国技术禀赋、市场规模和制度环境等变量的标准差均大于均值，

说明观测值离散程度高，为避免异常值导致回归结果的有偏估计，在对相应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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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本文还将总体样本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进行分组检验。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在实证检验前，本文首先采用相关系数矩阵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 7，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借鉴前人研究

成果，①② 本文实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所有回归均同时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 一) 全样本检验
表 2 第一列报告了全样本检验结果，从中可以发现，三阶交互项 lsit* bitit* ieit的系数在 5% 显

著水平上为负，说明劳工标准确实会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间接影响中国 OFDI 选

择，表现为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但 lsit项的系数不显著，这与祁毓和王学超发达国家高劳工标准和发展中国家

低劳工标准都会对中国 OFDI 产生显著吸引的结论迥异。③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第一，本文研究

考虑了劳工标准受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两者共同作用的中介效应，劳工标准项仅

反映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直接影响，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同; 第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不同，全样本回归将所有国家不作区分，掩盖了劳工标准对中

国 OFDI 的真实影响。

表 2 全样本及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发达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

ls 0． 112( 2． 25) － 11． 502＊＊ ( 4． 87) 8． 406＊＊＊ ( 1． 63) － 3． 417* ( 1． 66)

ls* bit － 0． 826( 1． 51) 11． 367* ( 6． 35) － 2． 589( 1． 49) 1． 220( 4． 95)

ls* ie 2． 227( 1． 71) 3． 192＊＊ ( 1． 34) 3． 771( 2． 86) 8． 451＊＊＊ ( 1． 89)

ls* bit* ie － 3． 906＊＊ ( 1． 53) － 6． 768＊＊＊ ( 2． 26) － 9． 292＊＊ ( 3． 97) － 9． 808＊＊＊ ( 2． 79)

bit* ie 14． 140＊＊ ( 5． 93) 20． 648＊＊ ( 7． 43) 34． 389＊＊ ( 14． 97) 35． 046＊＊＊ ( 11． 03)

bit 2． 787( 5． 76) － 41． 461( 24． 30) 8． 807( 5． 70) － 8． 023( 19． 60)

ie － 9． 508( 6． 27) － 11． 527＊＊ ( 5． 00) － 14． 586( 11． 06) － 30． 994＊＊＊ ( 7． 16)

nr 0． 005( 0． 01) 0． 015( 0． 01) － 0． 037* ( 0． 02) 0． 042＊＊＊ ( 0． 01)

tech 0． 328＊＊＊ ( 0． 11) 0． 276( 0． 32) 0． 335＊＊＊ ( 0． 07) 0． 307＊＊ ( 0． 11)

mark － 0． 103( 1． 03) － 1． 830( 2． 70) － 0． 348( 1． 49) 1． 556* ( 1． 09)

open 0． 006( 0． 01) － 0． 008* ( 0． 00) 0． 030＊＊＊ ( 0． 01) － 0． 010* ( 0． 00)

trade 0． 087( 0． 18) 0． 831＊＊ ( 0． 31) － 0． 192( 0． 15) － 0． 175( 0． 15)

样本量 405 136 125 144

拟合优度 0． 754 0． 781 0． 841 0． 886

注: * 、＊＊、＊＊＊分别为 10%、5% 和 1% 显著水平，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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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协定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双边投资协定确实能够替补东道国

制度环境，降低东道国政府制度缺失对中国 OFDI 的不利影响，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东道国

技术禀赋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技术寻求动机。除此之外，大部

分解释变量均未通过 10%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总体样本分析不能有效地区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东道国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细分样本进行研究。鉴于此，下文将总体样本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水

平，划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个子样本进行分组检验。

( 二) 分组检验
依据世界银行 2017—2018 年度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此处将全样本进一步划分为

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三组。其中发达国家 15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 13 个，发

展中国家 15 个。表 2 结果显示，不同发展水平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对发达国家而言，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发达国家，劳工标准会显著抑制中国 OFDI( BIT =
0 时，lsit的系数显著为负) ，严苛的制度环境也不利于中国 OFDI 流入( ieit的系数显著为负) ，但制

度环境越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抑制作用越弱( lsit* ieit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可能是由于发

达国家的劳工标准高于中国，制度环境也好于中国，从而增加了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的成本，

但制度环境越严格劳工权益保护越好，越容易吸引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员工，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

绩效，降低高劳工标准的不利冲击。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发达国家，由于双边投资协定中

包含了劳工标准条款，提供了解决劳资纠纷的机制和途径，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劳

工标准对 OFDI 的直接抑制作用显著减弱。双边投资协定还降低了中国 OFDI 的制度风险，优化了

中国 OFDI 的制度环境，从而提升了对中国 OFDI 的吸引力。由于本回归中的发达国家主要是欧盟

成员国，而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具有柔性，并不强制中国企业完全遵守东道国

劳工标准，因此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劳工标准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但另一方面，

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在执行中也与欧盟法律制度存在诸多冲突，

加之欧洲国家强大的工会力量，政府保护本国劳工权益的诉求也随之增强，弱化了双边投资协定

中柔性劳工标准的引资效应。① 对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东道国劳工标准会

显著促进中国 OFDI。这可能是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工标准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抑或经

济发展本身依赖低劳工标准建立的比较优势，而劳工的生产效率则普遍较高，使劳工创造的企业

经营绩效高于保护劳工权益引致的生产成本。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不显著

( ieit和 lsit* ieit的系数均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 第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本国

制度环境的剧烈变革，旧制度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就已经被新制度取代，削弱了对 OFDI 的影响; 第

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高，需要营造宽松的制度

环境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

促进作用与未签订 BIT 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没有明显差别，制度变革的不确定性风险则被双边投资

协定的确定性保护政策替代，从而促进了中国 OFDI，但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新兴工业化国家政

府对本国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程度也会提升，进而削弱劳工标准对 OFDI 的促进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东道国劳工标准显著抑制中国 OFDI，制度

环境也不利于中国 OFDI 流入，但制度环境越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抑制作用越弱。这说明

中国 OFDI 并不存在显著的低劳工标准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也会阻碍中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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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但随着制度环境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成本优势开始得到体现，对中国 OFDI 的吸引力上

升。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对 OFDI 的不利影响得到显著改善，但制度

环境的改善也会强化劳动者游说政府的能力，从而要求加强对本国劳工权益的保护，弱化了发展

中国家低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吸引力。
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中国 OFDI 不存

在明显的高劳工标准或低劳工标准偏好。因为，较好的制度环境会增加中国海外企业经营的“摩擦

成本”，而较差的制度环境则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都会降低中国 OFDI 的吸引力。所

有分组中，双边投资协定和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表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东道

国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的不利影响，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但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的劳工标

准条款仅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投资有显著影响，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

不显著，并且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或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劳工标准条款) 的东道国随着制度

质量的提高，有更强的保护本国劳工权益的偏好，这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禀赋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具有技术寻求动机。由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

权保护严格，核心技术很难外溢，新兴工业化国家便成为中国技术学习的主要对象。“一带一路”
沿线发展中国家技术禀赋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中国 OFDI 具有产业转移特征，表现为将具有比

较优势的产业优先转移到接收能力强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这些国家和中国的产业结构系数

高度相似，具有良好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度系数显著为负，

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越容易吸引中

国企业投资。发达国家双边贸易联系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企业更愿意向与中国贸易联系紧

密的发达国家投资。

五、稳健性检验

( 一) 细分劳工标准
本文的实证结论首先受到来自测量偏误的威胁，即东道国劳工标准测度的准确性可能会影响

研究结论。前人多采用若干指标代理核心劳工标准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基础回归则并未对核心

劳工标准与非核心劳工标准加以区分。鉴于此，本部分分别检验核心劳工标准与非核心劳工标准

对 OFDI 的影响。表 3 报告了各组国家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各分组东道国核心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与表 2 回归结果相近，非核心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则均不显著。这些都表明

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主要通过核心劳工标准发挥作用，这与中国目前仅签署批准了

国际劳工标准的核心劳工标准条款的事实相一致。在控制了劳工标准后，其余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和显著性均与表 2 相同，② 证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本文实证中的劳工标准由劳资关系、薪酬定价灵活性、雇佣与解雇实践等 8 个变量组成，各

个变量对 OFDI 的影响强度和方向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区分核心劳工标准和非核心劳工标准

的基础上，依次将各变量带入模型，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和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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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国家消除就业歧视( 女性劳动力参与占比) 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最大，而发展中国家安全的

工作环境( 肺结核的影响) 则是首要考虑因素，这些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劳工标准作用

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不同，其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也必然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各变量的符号均

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3 区分核心和非核心劳工标准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发达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核心 非核心

ls － 10． 467＊＊ － 0． 750 7． 666＊＊＊ 1． 528 － 2． 589 － 4． 321
( 4． 54) ( 2． 73) ( 1． 62) ( 1． 00) ( 1． 74) ( 4． 30)

ls* bit 11． 119* － 4． 073 － 2． 609 0． 134 0． 902 0． 475
( 5． 75) ( 6． 64) ( 1． 48) ( 1． 61) ( 4． 85) ( 5． 59)

ls* ie 2． 406* 5． 337 2． 874 0． 333 7． 961＊＊＊ － 3． 868
( 1． 15) ( 4． 44) ( 2． 48) ( 1． 85) ( 1． 76) ( 5． 28)

ls* bit* ie － 5． 503＊＊ － 2． 085 － 8． 682＊＊ 5． 230 － 9． 099＊＊＊ － 1． 894
( 1． 89) ( 6． 24) ( 3． 62) ( 4． 15) ( 2． 68) ( 7． 73)

bit* ie 15． 597＊＊ 0． 944 31． 601＊＊ － 5． 454 31． 973＊＊＊ 0． 061
( 6． 07) ( 6． 07) ( 13． 50) ( 4． 03) ( 10． 52) ( 6． 20)

bit － 40． 009* 4． 636 8． 717 － 0． 801 － 6． 602 － 1． 412
( 21． 65) ( 6． 48) ( 5． 56) ( 1． 50) ( 19． 04) ( 4． 56)

ie － 8． 501* － 6． 566 － 11． 080 － 0． 759 － 28． 913＊＊＊ 3． 101
( 4． 22) ( 5． 29) ( 9． 59) ( 1． 81) ( 6． 61) ( 4． 89)

样本量 136 136 125 125 144 144
拟合优度 0． 780 0． 770 0． 838 0． 800 0． 885 0． 878

表 4a 发达国家细分标准的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ls 1． 287 － 3． 399 － 2． 305 － 10． 146* － 1． 598 － 0． 335 － 2． 295 － 0． 192
( 2． 06) ( 3． 75) ( 2． 11) ( 4． 74) ( 2． 99) ( 1． 88) ( 2． 69) ( 2． 27)

ls* bit － 1． 697 7． 483 7． 313＊＊ 9． 570 － 3． 828 － 0． 848 4． 331 0． 036
( 3． 35) ( 4． 27) ( 3． 06) ( 5． 73) ( 3． 83) ( 4． 45) ( 3． 80) ( 4． 86)

ls* ie 1． 900 － 1． 582 3． 540 1． 491 7． 548 1． 973 3． 033 5． 398
( 3． 48) ( 5． 30) ( 2． 62) ( 1． 89) ( 5． 93) ( 2． 74) ( 4． 12) ( 4． 20)

ls* bit* ie 2． 638 1． 579 9． 677* 11． 715 3． 354 － 0． 178 5． 248 8． 475
( 8． 30) ( 10． 37) ( 4． 60) ( 7． 55) ( 11． 28) ( 6． 57) ( 8． 16) ( 8． 44)

样本量 136 136 136 136 136 136 136 136
拟合优度 0． 767 0． 781 0． 779 0． 733 0． 780 0． 763 0． 764 0． 769

注: 模型( 1) ～ ( 8) 中投入的劳工标准代理变量依次为劳资关系、薪酬定价灵活性、雇佣与解雇实践能力、女性劳动力参与占比、结

核病的影响、员工培训、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和对专业管理的依赖，其他控制变量限于篇幅未列示，下同。

( 二) 控制遗漏变量
劳工标准自问世以来就被认为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蓝色贸易壁垒”，而跨

越贸易壁垒则是诱发中国 OFDI 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本文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增加了贸易壁垒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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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tbp) 指标，以检验前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该数据来自世界经济论坛 GCI 数据库。表 5 列示了

各分组东道国劳工标准和核心劳工标准在考虑贸易壁垒后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新

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壁垒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具有明显跨越贸易壁垒的特

征。此外，在控制贸易壁垒后，其余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改变，因而本文结

论基本稳健。

表 4b 新兴工业化国家细分标准的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ls 0． 723 0． 793＊＊ 0． 929* 6． 738＊＊＊ 0． 487 － 0． 010 3． 219＊＊＊ 1． 027
( 2． 00) ( 0． 35) ( 0． 44) ( 1． 58) ( 0． 51) ( 0． 48) ( 0． 81) ( 0． 80)

ls* bit 1． 339 1． 595 － 0． 613 － 2． 753* 0． 463 1． 640 － 2． 169* 1． 500
( 2． 29) ( 2． 34) ( 0． 93) ( 1． 38) ( 0． 87) ( 1． 29) ( 1． 07) ( 1． 16)

ls* ie － 2． 115 0． 348 1． 398 3． 031 1． 280 1． 637 － 1． 373 1． 051
( 2． 97) ( 1． 85) ( 1． 96) ( 2． 02) ( 1． 04) ( 1． 33) ( 0． 86) ( 1． 49)

ls* bit* ie － 17． 015＊＊ 5． 371 3． 847 30． 907＊＊ 5． 703 － 4． 963 － 6． 293 － 13． 019＊＊

( 6． 10) ( 11． 95) ( 5． 31) ( 11． 75) ( 5． 06) ( 3． 45) ( 4． 05) ( 5． 39)

样本量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拟合优度 0． 801 0． 796 0． 791 0． 839 0． 792 0． 803 0． 820 0． 819

表 4c 发展中国家细分标准的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ls 0． 644 0． 393 － 1． 160 － 0． 321 － 4． 425＊＊ 0． 605 1． 216 － 3． 321
( 7． 01) ( 3． 20) ( 2． 05) ( 2． 05) ( 1． 79) ( 2． 82) ( 6． 65) ( 1． 93)

ls* bit 1． 282 － 3． 273 － 0． 470 － 2． 995 3． 119 － 1． 113 － 4． 585 1． 962
( 7． 07) ( 3． 53) ( 3． 06) ( 3． 65) ( 2． 27) ( 3． 45) ( 7． 09) ( 2． 09)

ls* ie － 6． 859 － 4． 241 － 5． 307 4． 115* － 4． 854＊＊ 3． 073 － 0． 704 － 7． 766＊＊

( 10． 70) ( 6． 83) ( 3． 19) ( 2． 08) ( 2． 22) ( 5． 56) ( 8． 51) ( 2． 76)

ls* bit* ie － 12． 861 0． 225 － 2． 766 19． 571* － 6． 603 3． 043 4． 986 － 9． 032＊＊

( 15． 24) ( 11． 86) ( 6． 00) ( 10． 41) ( 5． 01) ( 7． 63) ( 13． 49) ( 3． 84)

样本量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拟合优度 0． 882 0． 876 0． 883 0． 884 0． 879 0． 872 0． 876 0． 879

表 5 考虑贸易壁垒盛行度( tbp) 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发达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 发展中国家

ls － 11． 636* ( 5． 66) 7． 553＊＊＊ ( 1． 92) － 3． 426* ( 1． 66)

ls* bit 11． 503( 6． 63) － 3． 408* ( 1． 62) 1． 085( 5． 70)

ls* ie 3． 220* ( 1． 53) 3． 786( 3． 27) 8． 459＊＊＊ ( 1． 92)

ls* bit* ie － 6． 779＊＊ ( 2． 29) － 9． 085* ( 4． 47) － 9． 863＊＊＊ ( 3． 11)

bit* ie 20． 669＊＊ ( 7． 50) 33． 834* ( 16． 79) 35． 258＊＊ ( 12． 27)

bit － 41． 982( 25． 37) 11． 816* ( 6． 16) － 7． 494( 22． 56)

ie － 11． 625* ( 5． 62) － 14． 587( 12． 66) － 31． 032 7( 7． 32)

tbp 0． 018( 0． 21) 0． 453＊＊ ( 0． 19) 0． 006( 0． 05)

样本量 136 125 144

拟合优度 0． 781 0． 854 0．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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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内生性说明
OFDI 和劳工标准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也是困扰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但就本文而言内

生性的影响并非至关重要。一方面，本文考虑了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劳工标准条款对 OFDI 的影

响，极大地降低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压低劳工标准吸引外资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实证中以 OFDI 存

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它更多地反映的是 OFDI 和东道国劳工标准之间长期的稳定关系，而压低劳工

标准的政策效果会由于“竞争到底”、发达国家的政策干预和劳动力跨国流动等因素的影响迅速衰

减。因此，即便 OFDI 和劳工标准之间存在内生性，也不会对本文实证结论构成严重威胁，本文结

论基本稳健。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4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06—2015 年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劳工标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 OFDI 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低劳工标准偏好。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

速，由此一些学者质疑中国打着对外投资的幌子实行“新殖民主义”，即将资本大量投向资源丰裕

的低劳工标准国家，通过压榨劳动力的方式实现掠夺东道国资源的目的。本文结论表明，中国企

业更倾向于投资劳工标准与国内相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非一味追求低劳工标准。
第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劳工标准影响中国 OFDI 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发达国

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劳工标准中消除就业歧视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最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安

全的工作环境则是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要因素。
第三，东道国劳工标准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影响中国 OFDI。劳工标准除直接影响中国

OFDI 外，还会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间接影响中国 OFDI。表现为双边投资协定中

包含劳工标准条款，显著增加了中国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同时也强化了东道国政府对本国劳动者

权益的保护，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成本，降低了对中国 OFDI 的吸引力。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还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需要慎重考虑劳

工标准的影响，综合而言，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最佳的投资选择。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取

战略资源，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转移过剩产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更好的投资

战略选择能够提高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助力实现转型期战略目标。二是注重保护本国劳工

权益。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动力源就是人口红

利。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劳动力数量下滑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必须转变企业经营理念，不

断加强劳工标准建设，提高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具体到对外直接

投资中，表现为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增加有利于保护本国劳动者的劳工标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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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An Empirical Study of Labor Standards Affecting China＇s OFDI
—Based on Samples of“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XU Xiaoxin，LIU Jiejiao

Abstract : While protecting labor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labor standards will also affect the
attractivenes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host countries． Based on the data of 43 countries in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from 2006 to 2015，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host country＇s labor standards
on China ＇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OFDI ) ． The study found that labor standard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China＇s OFDI，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China＇s OFDI through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the host country＇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t is manifested that the labor standard clauses included in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are only significant for China＇s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long
the“Belt and Ｒoad”． The impact is not significant for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and the host country that signs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with China ( or labor standards
clause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has a stronger protection of domestic labor rights preferenc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ystem quality． The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e the most obviou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ways in which host countries ＇ labor standards
affect China ＇s OFDI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elimination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in labor standar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China＇s OFDI，while the safe working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the
primary． Influencing factors． Chinese companies need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impact of labor standards
when making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s． In general，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e the best investment
choice．

Key Words: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labor standards; 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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